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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群的发展现状与文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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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经济生产方式的“工业化”和生活方式的“西方化”不期而遇。
前者直接导致了资源与环境方面的枯竭和污染，使城市深陷于各种城市病而不可持续，后者则

亵渎了一切传统社会的美好价值和信条，使城市人精神空虚、无家可归。我国东部城市群走的
是“经济型城市群”发展道路，尽管在短期内经济总量、交通基建和人口规模增长很快，但导致了
“物质文化”与“人文精神”、“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严重失衡。因此，培育具有鲜明层级体系和
积极协调作用的城市群文化机制，推进以工业化、现代交通建设为主导的“经济型城市群发展方
式转变”;同时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总体框架下重建和复兴不同区域的“小传统文化”，使之在城
市群层级体系建设和区域一体化与协调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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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是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主流和大趋

势，也是我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核心支撑体系，

从《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出“把城市
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到《国家新型
城镇化规划》最终明确“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
态”，主题一再深化，目标一以贯之。原因在
于，城市群的发展目标是建构良好的分工体系

和层级关系，解决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城市与农
村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不断激化的对立和

冲突，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完善城镇化健康发
展体制机制”、“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
发展”及“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等战

略任务的必然要求。

一、我国城市群的发展现状与主要问题

在现代城市化进程中，主要形成了“单体
式”和“城市群”两种城市发展方式。从全球范
围看，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以邻为壑”、“单打
独斗”的“单体式”城市发展理念和模式，对外
加剧了城市之间的“同质竞争”，造成区域内资
源、资金和人才的巨大浪费和低效配置，对内激
化了城市内部的“恶性博弈”，直接损害了城市
社会应有的公平、正义及人的精神生态，在西方
发达国家和地区不断受到质疑、修正和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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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形态上具有“组团发展”特征、在
机制上形成“共生互动”的“城市群”，逐渐成为
当今世界城市化和区域发展的主流趋势，其特

点和作用是通过高稠密城镇基础设施和高效率

流通网络体系，建立合理的城市分工和层级体

系，促进区域内大都市、中小城市、乡镇、农村协
调发展。这为从根本上解决“产业同质竞争、
项目重复建设、空间批量生产”的“粗放型城市
发展模式”问题指明了方向，是城市群规划和
建设在我国受到高度重视的主要原因。
自 2005 年国家“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

“城市群”战略以来，目前我国初具规模或得到
普遍认可的城市群( 包括以“经济区”命名的
“准城市群”) 已在 30 个左右，其中，排名居前
的十大城市群( 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
珠三角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
群、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海峡西岸城
市群、川渝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 ，以不到 1 /10
的土地面积，承载了全国 1 /3 以上的人口，创造
了全国 1 /2 以上的 GDP。未来 5 到 10 年内，预
计我国城市群将涵盖 815 个城市中的 606 个，
人口和经济规模分别会占到城市总人口和

GDP的 82%和 92%。城市群在我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中的龙头地位和核心作用日益

凸显。［1］

但就总体发展状况而言，我国城市群仍存

在着三大问题。从全球层面看，主要问题是
“发育不足”。与 20 世纪中后期形成的世界五
大城市群①、美国 21 世纪初期涌现的十大城市
群②、2008 年西方学者佛罗里达提出的全球经
济产出排名中超 1 千亿美元的前四十个城市
群［2］相比，由于起步晚、资源条件不足和发展
环境复杂等原因，我国城市群尚未形成良好的

城市层级和分工体系，区域协调和一体化水平

比较滞后，在城市生态环境和文化软实力方面

的差距更大，并出现了“城市群未立”而“城市
病多发”等危险迹象。从全国范围看，主要问
题是“发展不平衡”，和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
三大城市群相比，目前扎堆出现的中西部城市

群尽管数量已远超东部，经济总量、交通基建和
人口规模也有较快增长，但整体发展水平却与

前者差距很大，存在城市规划、产业发展等方面
的“雷同化”与“同质竞争”问题，这不仅不利于
培育城市群内部良好的城市层级和分工体系，

还有可能重蹈东部发达地区“先污染，再治理”
的覆辙。在城市群自身方面，主要存在着四大
瓶颈: 一是在发展模式上呈简单化和粗放型，不

利于城市群的均衡和精细增长; 二是未形成有

效的文化协调和联动机制，层级体系和一体化

缺乏内生动力; 三是区域合作尚处于“浅表阶
段”，战略与规划的“同质化”问题十分突出; 四
是环境污染严重和资源约束加大，发展风险和

不可持续性日益凸显。［3］这些问题在严重制约
我国城市群自身发展的同时，也直接影响到国

家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质量和内涵，是亟待破解

和应对的重大现实挑战。

二、“转变城市群发展方式”
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早在 1995 年编制“九五”规划时，我国首
次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于当代经济
主体主要集聚在城市，所以这实质上提出的是

“转变城市发展方式”; 而在“把城市群作为主
体形态”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这一问题又顺
理成章地演进为“转变城市群发展方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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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1976 年，戈特曼在《城市和区域规划学》杂志发表《全球大都市带体系》提出，主要包括: ( 1) 从波士顿经纽约、费城、巴尔的
摩到华盛顿的美国东北部大都市带; ( 2) 从芝加哥向东经底特律、克利夫兰到匹兹堡的大湖都市带; ( 3 ) 从东京、横滨经名古屋、大
阪到神户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大都市带; ( 4) 从伦敦经伯明翰到曼彻斯特、利物浦的英格兰大都市带; ( 5 ) 从阿姆斯特丹到鲁尔和法
国西北部工业聚集体的西北欧大都市带。( Gottmann，Jean． Megalopolis system around the world，Ekistics，243，109-113，1976)

2005 年，弗吉尼亚工学院大都市学会主任罗伯特 E．郎格( Ｒobert E． Lang) 与同事唐·达维尔( Dawn Dhavale) 发布《超越大
都市带: 美国新“大都市带”地理扫描》调查报告，提出了 10 个大都市带区域( Megapolitan area) ，主要包括( 1) 以纽约为中心的东北
部大都市带; ( 2) 以芝加哥为中心的中西部大都市带; ( 3) 以亚特兰大为中心的皮德蒙特高原大都市带; ( 4) 以迈阿密为中心的佛
罗里达半岛大都市带; ( 5) 以休斯顿为中心的墨西哥湾沿岸大都市带; ( 6 ) 以达拉斯为中心的 I—35 走廊; ( 7 ) 以洛杉矶为中心的
“大峡谷”大都市带; ( 8) 以菲尼克斯为中心的埃科透匹亚( Ecotopia) 大都市带; ( 9 ) 以旧金山为中心的北加州大都市带; ( 10 ) 以西
雅图为中心的卡斯卡特大都市带。( Lang，Ｒobert E． Beyond Megalopolis: Exploring American's New“Megapolitan”Geography，2005，
http: / /www． mi． vt． edu /uploads /MegaCensusＲeport． pdf，2006-04-01)



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空间和真实对
象，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战略

意义。
在经济和文化发展日益交融的全球背景

下，城市群正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式，一是

以经济、交通和人口集聚为基本特征的“经济
型城市群”，这个模式肇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人
类历史上第一个城市群———主要依赖长约 500
英里的美国高速公路 U． S． I 轴( axis) 形成，并
因此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的波士沃施( Bos-
Wash) 城市群。这也是今天中国众多城市群最
直接和最重要的模仿对象。二是以文化、生态
和生活质量为建设目标的“文化型城市群”。
在全球人口爆炸、能源危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
的大背景下，这是一些城市群和区域经济发展

追求的新理念和正在探索的新方向。在城市方
面，以伦敦、巴塞罗那、新加坡、香港提出建设世
界文化城市为代表; 在城市群方面，以技术产业

和风险投资取胜的北加州城市群( Nor-Cal) ，以
潮流和产业设计中心为目标的意大利城市群

( Ｒome-Milan-Turin) ，以金融、设计和高科技为
竞争优势的大东京城市群 ( Greater Tokyo )
等，［2］则走在了文化型城市群规划建设的前

列。受其影响，中国城市也开始从以 GDP 为衡
量指标的“国际大都市”迷梦中觉醒，并逐渐走
上以“宜居城市”( 北京，2005 ) 和“文化大都
市”( 上海，2007 ) 为代表的文化转型之路。理
想的城市群是一个在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和
整体结构上具有合理层级体系，在空间边界、资
源配置、产业分工、人文交流等方面具有功能互
补和良好协调机制的城市共同体。由此可知，
文化要转向符合城市群全面发展的本质需要，

“文化型城市群”代表着城市群发展的更高形
态，这也就注定了“文化型城市群”必将取代
“经济型城市群”，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主体
形态和更高发展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群率先在东部地区崛

起，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典范和标杆。但反过
来看，其自身存在的问题同样具有代表性。受
“经济型城市群”发展模式影响，东部城市群的
问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以“工业化”为支
柱的城市化进程恶性损耗和污染自然资源及环

境，使城市群赖以生存的空气、土壤、河流湖泊、
生物生态等“资源环境条件”不断恶化; 二是以
“西方化”为核心的现代城市生活方式深度解
构了传统社会和文化价值，以社会问题、道德问
题、信仰问题和心理问题为代表的“城市文化
病”日益突出。
在资源环境方面，城市群意味着更大规模

的人口集聚和经济活动，而这必然是以对环境

资源的更大需求和消耗为前提。据上海交通大
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发布的《2013 中国城市群发
展指数报告》显示，生态环境恶化已成我国三
大城市群在当下面临的普遍问题和最大挑战，

其中又以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最为严重。“十
一五”期间，长三角累计 GDP 规模经济总量达
到 330621 亿元，占国家同期 1537879 亿元的
21． 5%，累计超过中国经济总量的五分之
一。［4］但其所付出的生态和环境成本，在三大
城市群中同样遥遥领先。2007 年至 2010 年，
长三角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分别为 438489 万吨、
416680 万吨、418957 万吨和 418404 万吨; 京津
冀持平在 120000 万吨左右，珠三角持平在
130000 万吨左右。在 2007 年和 2010 年，长三
角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均超过 1600000 吨，
而珠三角年均为 500000 吨左右，为长三角的三
分之一。［5］( PP54-55) 目前，我国规划和在建的城市
群已在 30 个左右，尽管它们之间有规模和水平
的差异，但在不断增大甚至是透支资源环境方

面则是殊途同归的。
在社会和文化方面，以长三角为例，其首位

城市上海一直被视为中国“最西方化的城市”，
或是“中国国际化水平最高”的城市。因此，上
海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现代文化中心，拥有丰

富的现代文化资源和重要的文化影响力，如 20
世纪以来就已深入中国社会的电影、音乐、舞
蹈、戏剧，以及西方礼仪文化、餐饮文化、节日文
化等生活方式资产。但同样它也是一个在西化
之路上“走得太急”、“走得太快”、“传统丢失太
多”的中国城市，这就必然导致一个令人忧心
的疑问:“上海这个现代化大都市已经矗立在
世界东方，但它究竟是不是我们民族所希望的

那个城市家园，或者说，在这个过于西化、过于
物化、过于商业化的现代大都市中，我们这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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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农业民族究竟能不能安身立命，都是值得

继续探讨和严肃追问的”［6］。从历史上看，古
代上海地区的城市化，既“远取”了“中原文化
圈的实用理性”，又“近取”了“吴越地区的江南
诗性文化”，前者“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建构”，后
者“有助于培育现代审美生命”，这是现代时期
的上海“较为顺利地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
代性转换”的根源。［7］但问题在于，由于这个近
现代的转换过程一直是在西方文明主导下完成

的，一方面，由于传统文化“根底太浅”、“缺乏
定性”; 另一方面又是在过于商业化的“十里洋
场”背景下行进的，由此造成了“海派文化”性
喜追新求异、对任何事物都是“浅尝辄止”的根
深蒂固的积习，不仅很容易退化为欲望狂欢和

感性放纵，同时也很难把“文化启蒙和变革事
业”进行到底。这是海派文化建构后续乏力、
影响力不断衰退的主要原因。就当下而言，不
仅电影、音乐、美术、文学、新闻出版等传统优势
日渐衰退，在文化产业、文化服务业、文化贸易、
公共文化等新兴领域也缺乏和城市地位相匹配

的新品牌。从我国三大城市群的文化发展看，
目前在区域协调和联动上以珠三角为最好，表

明传统的岭南文化为其提供了内在的默契和支

持。而在长三角，其固有的传统江南文化对区
域发展的贡献不大，甚至还远不及明清时期。
这是以一个只有百年传统的海派文化取代了经

过上千年积淀的江南文化的必然结果。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经济生产方式的

“工业化”和生活方式的“西方化”不期而遇，前
者直接导致了资源与环境方面的枯竭和污染，

使城市深陷于各种城市病而不可持续，后者则

亵渎了一切传统社会的美好价值和信条，使城

市人精神空虚、无家可归。这两者叠加在一起，
就是芒福德所说的“罗马化”，即“在物质建设
上的最高成就以及社会人文中的最坏状

况”［8］( P229)。其最深的根源在于，发展在前的东
部城市群走的都是“经济型城市群”发展道路，
尽管在短期内经济总量、交通基建和人口规模
增长很快，但也导致了“物质文化”与“人文精
神”、“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严重失衡和不协
调。而东部城市群只不过是一个缩影，对于全
国各地跃跃欲试的城市群而言，只有“量的差

别”而没有“质的不同”。我国城市群建设面临
的最大悖论是: 一方面是土地、矿产、江河湖泊
等环境与资源的瓶颈问题日益突出，但众多的

城市及城市群仍不肯真正改变自身的发展方

式; 另一方面，对历史悠久、形态多样、“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区域传统文化资源视而不见，
或很难高水平地规划和良性地开发利用。就此
而言，以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为中心，培育具有

鲜明层级体系和积极协调作用的城市群文化机

制，推进以工业化、现代交通建设为主导的“经
济型城市群发展方式转变”，同时在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总体框架下重建和复兴不同区域的

“小传统文化”，使之在城市群层级体系建设和
区域一体化与协调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不仅

势在必行，而且迫在眉睫。

三、关于规划建设文化型城市群的对策建议

从总体趋势上看，我国城市建设已由“铺
摊子、扩圈子”的粗放发展进入到“调结构布
局、深度城市化”的战略调整期，与之相应，我
国的城市群也处在从“数量 －规模增长”向“质
量 －内涵增长”过渡的关键节点。城市群是我
国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为促进其健康和良

性发展，必须尽快设计和推进其从“经济型城
市化”走向“文化型城市化”，对此提出对策建
议如下:

( 一) 出台《国家文化型城市群规划建设
指导意见》，明确我国城市群建设的战略方向
并提供政策和机制保障

1． 在国家“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文
化型城市群”战略，完善我国城市群走文化转
型发展道路的顶层设计。在《国家新型城镇化
规划》提出“注重人文城市建设”的背景下，紧
密结合新型城镇化“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
的战略部署，协调城市群的交通、经济、人口增
长和文化、生态、生活质量改善的矛盾冲突，转
变业已形成的“经济型城市群”发展模式，全面
满足我国城市发展在制度文明、物质基础和人
文精神多方面的需要，带动我国城市建设进入

以文化发展为主题、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政治
建设为目标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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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明确“城市群”作为我国区域规划的战
略性概念，突出文化、生态和生活质量的主题和
导向作用。在我国编制和发表相关区域发展战
略规划时，目前使用最为普遍的是“经济区”。
即使在《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明
确提出“城市群”后，这个习惯性用法仍没有被
摒弃。这不只是一个概念或命名问题。城市群
涉及到城市的环境、政策、交通、基础设施、人
口、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一体化发展，而“经济
区”则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产物，只片面专注于
经济规划和建设。它始于 1983 年 1 月国务院
发布的《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初步设
想》，不仅是我国城市群普遍走上“经济型城市
群”发展道路的内在理论文化根源，也是目前
我国大多数的“城市群规划”在实质上仍是“区
域经济规划”，往往背离城市群的本义去建立
区域内城市层级分工体系的直接原因。

3． 以深耕风格多彩的区域特色文化资源
为中心，切实规避城市群规划和建设的“同质
化”痼疾。一般说来，由于基建、交通和产业等
各自具有很大的类似性，城市群要想在这些领

域实现“特色发展”和“错位竞争”是极其困难
的，特色发展和错位竞争只能最大限度地依靠

各自的自然环境、历史文脉和区域文化资源。
但在“经济型城市群”的规划建设中，由于基本
上忽视了区域文化和历史传统，其结果就是在

当下依然十分突出的“千城一面”和“同质竞
争”现象。在长三角、珠三角及许多城市群的
“十二五”规划中，不仅高度一致地提出推进交
通和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在文化建设上也同

样千篇一律地规划了文化产业重点战略。由于
未能深入研究不同城市群的文化禀赋和资源差

异，这些文化产业规划也都是文化产业园区、文
化旅游、影视动漫等同类项目，其结果是在城市
群范围掀起新一轮的文化产业同质竞争。这与
“十五”、“十一五”期间大家一拥而上地搞汽
车、纳米、石化等并无质的差别。提出和研究
“文化型城市群”，充分开发江南文化之于长三
角、北方文化之于京津冀、岭南文化之于珠三
角、巴蜀文化之于成渝经济区等的资源优势，才
是规避城市群文化发展走向“同质化”、引领城
市群转变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

( 二) 率先编制《长三角文化型城市群发
展规划》，开展我国“文化型城市群”规划建设
的试点工作

1． 编制《长三角文化型城市群发展规划》
是基于长三角的雄厚物质基础和健康发展需

要。文化建设离不开经济基础。作为我国启动
最早、城市化和国际化水平最高的城市群，长三
角在经济、资本、产业和人才等方面具有明显的
先发优势。2012 年，长三角核心区 16 城市
GDP总量达到 89951 亿元，逼近 9 万亿元，总量
占全国的 17． 3%。其中，除上海、苏州较早迈
入 GDP“万亿俱乐部”外，还有 6 个城市 GDP总
量超过 5000 亿元。［9］从世界范围看，长三角和
世界五大城市群相比，两者差距已不再是经济

总量、城市基建等“硬件”方面，而主要是在城
市软实力和文化服务上。在长三角率先提出并
规划建设文化型城市群，可为我国城市群摆脱

“物质发达，文化简单”的初级形态提供示范和
经验。

2． 编制《长三角文化型城市群发展规划》
也是基于区域丰富的江南城市遗产及其升级复

兴需要。经济发达与文化繁荣的古代江南城
市，是率先在长三角建设文化型城市群的先赋

优势。“到唐代中后期，长江下游地区逐渐形
成了以扬州为区域中心城市，以苏州、杭州、越
州为次级区域中心城市，以一般州府所在地

( 例如宣州、常州等) 为三级区域中心城市，以
县城为四级区域中心城市，以新兴的镇市和草

市为第五级区域中心城镇的五级城市体

系。”［10］以明代为例，位于江南地区的南京、苏
州、常州、镇江、松江( 上海) 、嘉兴、湖州、宁波、
扬州等，均进入全国 50 个重要工商城市之列。
到鸦片战争前夕，江南地区大中小城镇遍布、经
济发展水平居全国之冠，从芜湖沿江到宁镇扬，

经大运河到无锡、苏州、松江、杭州，再沿杭甬运
河到绍兴、宁波，共有 10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 10
个，同比占当时全国的一半。［11］( P1) 由于江南城
市的层级与分工明确、一体化与协作水平很高，
所以早在明清时期，这里已形成了一个相当成

熟、甚至比今天长三角还要更像“城市群”的
“江南城市群”。“在古代江南城市群中，天然
地实现了中心城市‘支配’功能与‘服务’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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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谐，因而有利于城市群本身的功能互补和

共存共荣。与之相比，当代长三角城市之间不
时出现的‘恶性竞争’，则多半是因为中心城市
或大城市只想‘支配’而拒绝‘服务’的后遗
症。”［12］以文化型城市群为发展理念和模式，可
充分发掘和激活传统江南城市资源和文化，是

实现长三角区域经济和文化共同繁荣发展的必

由之路。
3． 研究、规划和建设“长三角文化城市群
示范区”，为我国转变经济型城市群发展方式
提供借鉴。自浦东开发开放以来，经济上的绝
对优势造就了长三角的“领头羊”和“排头兵”
地位。这是其他城市群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纷纷
提出打造“小江南”、“小上海”、“小浦东”等发
展目标的主要原因。但是，由于长三角走的主
要是“经济型城市群”发展路子，尽管经济总
量、交通基建和人口规模增长很快，因而“城市
病”也越来越严重，不可持续问题日益凸显。
而这些问题与痼疾也不断传播到中西部，使后

者有可能重蹈“先污染，再治理”的覆辙。研
究、规划和建设“长三角文化城市群示范区”，
有助于改变长三角作为“经济型城市群”的惯
性和痼疾，纠正由于过分强调人口、经济和交通
等要素而导致的各种后遗症，对其他城市群则

可有效带动各区域文化的重建和复兴，并对推

进其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发挥多方面的示范

和导向作用。
( 三) 以“文化型城市群”的规划编制为中

心，推进城市规划理论方法和体制机制创新

1． 确立“人文城市”的规划主题与评价标
准，推进传统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的变革创新。
2014 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明确提出“注重
人文城市建设”，目标是“把城市建设成为历史
底蕴深厚、时代特色鲜明的人文魅力空间”，这
既是对“跑马圈地”和“GDP 竞赛”的旧城市化
的彻底矫正，也提出了一个关于城市规划建设

的新标准，即城市发展的目的不是人口增加，也

不是财富聚集，而在于是否提供了一种“有价
值、有意义、有梦想”的生活方式。但我国的城
市规划学一直以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为基

础，主要关注的是物质空间和资源的安排与配

置，明显滞后于“人文城市”规划的主题与要

求。以“文化型城市群”的研究和实践为契机，
推进城市规划学从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向以人文

学科为基础、从“硬的物质建筑”向“软的文化
创意”的理论转型与方法变革，为我国新型城
镇化建设提供良性的资源配置和制度安排，是

传统城市规划学在当下亟待明确的“学科自
觉”和“战略方向”。

2． 探索建立和实施“文化总规划师负责
制”，以体制机制源头创新解决城市规划“硬
件”和“软件”的失衡问题。在快速的城市化进
程中，我国城乡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破坏情

况十分严重，有“一半文物毁于建设”之说。其
根源即在于城市总规划师在编制规划时“只有
硬件，没有软件”，普遍以交通、产业、人口为
重，而忽视人文交流、非物质文化、价值认同等。
这种体制机制即使在做文化建设规划时，同样

也是“只见文化产业，不见文化传承”，其中最
具代表性的是，很多旅游景区、文化产业园区甚
至是博物馆和图书馆都徒有华丽的外观，而在

内涵和内容上却“千人一面”，乏善可陈。目
前，由于相关文物法律与规章制度不断颁布实

施，这种情况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有所好

转，但由于专业背景和学术训练的局限，一般的

总规划师很难真正理解传统城市文化的精髓并

将其深度融入到规划设计中。这就需要探索建
立和实施“文化总规划师负责制”，其最主要的
职能是编制“城市文化总体战略规划”，在总体
和中长期意义上为城市文化保护、传承和发展
提供战略框架和发展目标，为把城市建设成内

涵丰富、特色鲜明和充满活力与人文精神的宜
居场所提供指导思想和技术路线。实施文化总
规划师负责制，是以制度性的机制确保城市规

划和建设的人文性及其内涵的真实性和丰富

性，有助于真正落实城市群建设的质量和实现

其发展方式转型。
3． 建立并不断完善城市群规划的文化评
估机制，以干预和协调主要由“政府”、“市场”
和“规划专家”主导的评审程序。“城市规划，
千年大计”。城市规划的评审程序对于城市群
良性发展至关重要。目前，城市规划大都是在
“市场”推动下、由当地政府牵头委托相关单位
实施编制工作。地方政府牵头决定了其规划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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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往往向经济、人口倾斜，而相关编制单位则由
于多为各省市的规划院，其半官方的身份不仅

影响了规划的中立客观与公众参与，同时也由

于规划编制专家的专业和学科局限而使城市文

化等不是被忽略就是轻描淡写地陪衬一下，这

是我国城市建设“千城一面”、“特色消失”的主
要原因。对此，建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
乡建设部、文化部、教育部牵头，从中国文学、历
史学、语言学、哲学、艺术学、社会学等传统学科
及城市科学、文化研究、文化产业等新兴学科中
遴选专家，组建真正符合我国文化建设需要的

“城市文化评估专家委员会”，深入开展基础理
论研究，在基本概念、范畴系列、分类原则与框
架体系等方面达成共识，研制与国际社会相对

应的我国文化规划标准体系，为我国城市群的

规划和建设提供科学理论和战略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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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China's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Their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LIU Shi-lin
( Institute of Urban Science Ｒesearch，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0，China)

Abstract: In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industrialization”in economy and production coincides with“westerniza-
tion”of lifestyle． The former has led directly to the depletion and pollution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leaving cities
stuck in various“urban diseases”that endangered sustainability; the latter desecrated everything that is beautiful in tradi-
tional social values and creeds，turning cities into spiritual emptiness． China's eastern urban agglomerations follow the path
of“economy-driven urban agglomeration．”Although rapid growth had been achieved in total economy，transportation infra-
structure，and population size over a short period of time，it led to serious imbalance between“material culture”and“hu-
manitarian spirit”，between“hard power”and“soft power”． As a result，it is imperative to cultivate cultural mechanism
for urban agglomerations with distinct hierarchical features and active roles in coordination，so as to promote the“shift in
development mode for economy-driven urban agglomeration”with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 transportation as the leading
elements．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rebuild and rejuvenate regional“smaller traditional culture”within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revitalizing the nation with socialist culture”，enabling such culture to exert greater influence in building hierarchical sys-
tem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Key Words: industrialization; westernization; culture-oriented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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